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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主播失范行为及伦理引导

卫　 欣

摘要:随着 4G 网络的普及,网络直播日益成为人们表达情感、满足需要、开展娱乐的重

要手段。 在政府、媒体、大众普遍看好网络直播行业发展前景的同时,各种违规、违法、失

范、失德现象也日益突出,有的甚至已经构成严重犯罪。 国家虽然颁布了一系列法律法规,
但是网络失范行为仍旧时有发生。 常见的网络失范行为有五种形式,包括网络欺诈、网络

色情、网络恶搞、网络暴力、网络侵权,它们不但污染了网络生态环境,而且有悖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及公序良俗。 导致网络主播持续失范的原因很多,从“现代性的隐忧” 来看,主要

包括市场机制被滥用,道德情感被割裂,社会责任被破坏,职业精神被亵渎四个方面。 对于

一般性失范行为而言,加强道德教育与伦理引导至关重要,其可以弥补“他律”的不足,提高

“自律”的效能以及降低执法的成本。 从康德的“定言命令”入手,通过弘扬当代美德伦理、
重构常识道德体系、践行网络社交礼仪、谨防非正常快乐观,构建传统与现代,线上与线下

相统一的伦理规范,是缓解“大脱嵌”带来的痛苦,实现个人自由以及网络生态和谐的必由

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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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种不需要后期加工就可以实时播放的形式,网络直播改变了人们的日常交往方式,实现

了不同信息主体之间的高效链接和自由转换。 随着直播业的发展,网络主播有了实现经济利益的可

能,如带货、直播间打赏、刷礼物、接广告、接代言、打造自己的品牌网店等,但也导致商业伦理困境与

媒介伦理困境相互叠加。 2013 年 9 月 11 日《华西都市报》就曾将网络主播称为“像在悬崖边跳舞” 。
2016 年 5 月北京市文化执法总队与北京市网络文化协会第一次公布网络主播黑名单涉及 9 家直播

平台,共 40 名,主要是淫秽色情行为。 其后,相关报道不断增加,类型也扩大到宣扬暴力、骚扰他人、
自我恶搞、相互谩骂、恶搞红色经典、骚扰挑衅警察、造谣、诈骗、违法销售、虚假宣传、侵权、卖惨、自
残、恶意炒作、无底线蹭热度、畸形吃播、不尊重逝者、涉毒、非法捕猎等,大多属于一般性失范行为,
但有的已经构成犯罪。

不同历史时期,人们对失范行为的理解存在差异。 在古希腊“失范” ( Anomie) 一词特指对神的

亵渎,1893 年涂尔干将其引入社会学领域,描述为“外在的和约束性的道德控制的离散” [1] ,其后用

来描述“缺乏统一规范或出现价值混乱”的社会或群体[2] 。 1933 年帕森斯对涂尔干的失范理论提出

质疑,他认为失范的根源不是社会成员没有能力与机会,而是对于需求缺乏明确的认识[3] 。 1938 年

默顿将失范行为定义为“价值规范的冲突” ,并根据危害程度的强弱将其分为六种形式:不适当、异
常、自毁、不道德、反社会、犯罪[4] 。 1994 年梅斯纳和罗森菲尔提出“制度失范”的概念,认为失范行

为的发生与“某种特定的文化目标”紧密联系[5] 。 面对数字社会的到来,技术失范开始受到人们的重



视,尼葛洛庞蒂颇有预见地指出,在人们享受信息技术带来的便捷时,应该警惕技术的控制及其带来

的网络失范行为[6] 。 虽然网络失范行为也有可能造成严重的违法犯罪,但是本文中的网络主播失范

行为主要是指一般的不文明、不礼貌或轻微的违法犯罪行为,大多属于“伦理失范”的范畴。
为了应对持续不断的网络主播失范问题,近年来国家出台了一系列规范性文件,如《互联网直播

服务管理规定》 (2016) 、《网络表演经营活动管理办法》 ( 2017) 、《关于加强网络直播服务管理工作

的通知》 (2018)等。 这些规定与办法虽然起到了重要作用,但也存在着一些不足,尤其是没有积极

回应如何构建适应新时代要求的网络礼仪和道德规范的问题。 其实,对于网络主播的一般性失范行

为,更适宜通过常识道德体系来加以约束、限制和引导,而不是单纯的“一罚了之” 。 或者说两者应该

相辅相成、相互补充。 同时,我们又要谨防“不义之法” ,法律的根本目标是保护每一位公民的权利,
而不是干涉他们的自由,对于自然权利的侵害不会使世界变得更美好。 2021 年中央办公厅、国务院

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网络文明建设的意见》 ,2022 年国家广电总局和文旅部联合发布《网络主播行

为规范》 ,对于加强网络空间的道德建设提出具体要求。 网络综合治理需要法、德、仪、礼并重,党的

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健全网络综合治理体系,推动形成良好网络生态”的未来总体目标。

一、现状深描:网络直播中失范行为的类型及危害

囿于网络信息良莠不齐,本文以“中国新闻网”为来源,开展相关案例的收集整理工作。 作为中

央重点新闻网站,该网站报道(转载)的内容具有较高的权威性。 通过进入高级搜索,点选“标题” ,
输入关键词“网络主播” ,限定日期为“任何时间” ,截止时间为“2022 年 12 月 31 日” ,然后点击“搜

索” ,共有 235 条报道弹出。 剔除无效或重复的内容,得到 146 个典型的网络主播失范案例,其中

2016 年 25 件,2017 年 27 件,2018 年 17 件,2019 年 10 件,2020 年 18 件,2021 年 18 件,2022 年 31
件。 与中国演出行业协会网络表演(直播)分会公布的 10 批网络主播警示名单(2018 ~ 2022)进行比

对,两者高度一致,说明案例选择比较科学。 为了便于研究,笔者借鉴中央网信办对违法违规网络直

播、短视频的表述方式,将网络主播失范行为概括为五大类,若干个小类,并对每一类的危害程度进

行评价,不适当、异常行为通常不违法,自毁、不道德行为在特殊情况下违法,反社会、犯罪行为通常

违法。
(一)网络欺诈行为

网络欺诈是企业、平台与主播的一场“ 共谋” 。 《 2021 年防范新型网络诈骗研究报告》 显示,
34. 22%的网民遭遇过网络诈骗,包括交友类诈骗,刷单点赞兼职诈骗,投资理财诈骗,冒充类诈骗

等。 虽然大多数的网络欺诈行为情节较轻,并不构成违法犯罪,但是对于常识道德的破坏却异常严

重,尤其是伪公益伪慈善与婚恋交友类,直接冲击人们的道德底线,使人产生“交往无诚信”的观念。
在我们收集的案例中,网络欺诈类共有 32 件,涉及的失范行为有四种:一是不适当行为共 9 件。

在网络直播中虚假宣传扰乱了市场秩序,主播利用戏剧化的表演避重就轻,夸大产品功能,侵犯消费

者权益(新华社,2022-03-14) 。 二是不道德行为共 12 件。 伪公益伪慈善将镜头对准捐赠物资或钱

财的场景,摆拍作秀,直播结束后再将捐赠物收回,通过打“感情牌” 、施“苦肉计” 等方式骗取信任

( 《北京青年报》 ,2016-11-07) 。 伪造身份也是一种不道德行为,通过婚恋交友与冒充专家来骗取网

友的信任,再通过充值、打赏或线上交易等方式来获取利益。 三是反社会行为共 3 件。 通过制造社

会性话题来骗取流量(央视新闻客户端,2021-08-04) ,网络谣言的危害性极大,应该引起社会各界的

高度关注。 四是犯罪行为共 8 件。 违法销售包括直播售卖假冒伪劣产品、违禁商品,有的公然售卖

假冒鞋服,有的忽悠老年人购买来源不明的保健品,有的推销自制无保障食品,有的以各种暗号在直

播间出售香烟等专营商品(新华网,2022-05-31) 。
当前,直播带货是网络欺诈的重灾区,主播凭借自己的宣传技巧,利用消费者“爱贪小便宜”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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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通过带节奏的方式来激发网民下单,掩盖受众对于产品质量的追问,存在以次充好,货不对板的

情况。 另外,违法销售具有受害群体广、传播速度快、受骗金额高的特点,如果受害人的损失未能得

到及时追回,还有可能产生报复社会的极端心理,滋生不稳定因素。
(二)网络色情行为

网络直播的出现加速了网络色情的扩散,同时也增加了“打黄扫非”的难度。 一方面,淫秽物品

扰乱文化市场秩序,践踏了法律的红线,容易滋生腐败、堕落的思想,且具有暴力犯罪的特征。 另一

方面,色情内容本身毫无知识性和趣味性,未成年人性道德意识模糊、性道德知识匮乏,容易受到裸

露、挑逗的影响。
从报道数量来看,涉及网络色情的案例共有 24 件,其中的失范行为有两种:一是不道德行为共

14 件。 在网络直播中,裸露挑逗是一个灰色地带,也是部分女主播的“摇钱树” ,她们全然不顾传统

道德规范,通过出卖“声相” 、矫揉造作、衣着暴露、表情挑逗来吸引观众,赢得流量,牟取暴利( 《法治

日报》 ,2022-07-09) 。 二是犯罪行为共 10 件。 传播淫秽物品属于犯罪行为,也是目前国家治理的重

点。 长期以来网络直播平台涉黄问题比较严重(中国新闻网,2022-01-13) ,2021 年全国共查办“扫黄

打非”案件 1. 3 万余起,公布的年度“扫黄打非”十大案件中就有网络传播淫秽物品这一类型。 甚至

有些主播还将毒手伸向未成年人,如将 9 岁大的男孩拉进直播室,女主播衣着暴露,言语挑逗未成年

人(央视新闻,2016-03-20) 。
网络色情是直播平台上的“毒瘤” ,它动摇了商业伦理的基础,以及人们对于真、善、美的信念。

一方面,为了吸引眼球与牟取暴利,网络主播故意传播淫秽物品或色情内容。 另一方面,网站与直播

平台履职不到位,造成大量的淫秽物品与色情内容被传播。 将网络色情定义为犯罪的法律条款很

多,如组织淫秽表演、聚众淫乱、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等。 2022 年,公安部聚焦网络直播,高举“护苗”
大旗,全链条摧毁了羞羞漫画、JGG 游戏、呦呦酱等一批涉及未成年人的色情网站。

(三)网络恶搞行为

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恶搞是指通过解构的方式,对权威或偶像进行批判。 但是,网络恶搞显然不

具有这样的特征,它是庸俗、低俗、媚俗的体现,大多数通过歪曲事实、丑化社会、戏谑他人的方法来

达到消遣与娱乐的目的。 一方面,为了满足网民的猎奇心理与感官刺激,主播往往不择手段,通过恶

搞的方式来博取流量,制造“奇观” 。 另一方面,沉迷于碎片化的剧本表演与肆虐狂欢之中,本身没有

什么才艺的主播,依靠不伦不类的表演而“出圈” 。
在我们收集的案例中,网络恶搞类共有 36 件,涉及的失范行为有四种:一是不适当行为共 11

件。 炫富与卖惨本质相同,都容易使人产生片面的社会认知,如宣扬一场带货直播卖出 2. 3 亿元,以
及一天净赚 400 多万元( 《北京青年报》 ,2022-08-06) 。 二是异常行为共 16 件。 主播的自我诋毁,经
常发生在连麦 PK 失败之后,一般是通过男扮女装、恶意操作、逐臭审丑来吸引眼球(央视新闻客户

端,2021-11-23) 。 目前抖音、陌陌等平台已经取消连麦比赛惩罚环节。 畸形吃播靠吃得多和吃得怪

来吸引受众,更有甚者将自家宝宝放在镜头前做吃播,导致孩子 3 岁体重就达 70 斤( 《工人日报》 ,
2021-07-29) 。 三是不道德行为共 4 件。 扰乱公共秩序与环境卫生,在地铁车厢内大张旗鼓地直播吃

喝睡,影响公众出行( 《广州日报》 ,2020-08-13) 。 对殡仪馆火化过程进行直播、调侃( 《成都商报》 ,
2016-12-28) ,是对逝者的不尊重,严重违背传统礼仪文化与常识道德。 四是犯罪行为共 5 件。 包括

在直播中篡改国歌,滥用红领巾、乱穿军装,抹黑少先队、军队的形象,调侃民族惨痛记忆等,容易造

成个人价值观与主流意识形态的迷航。 2020 年 12 月通过的《刑法》修正案,明确将侮辱、诽谤英雄

烈士的行为纳入犯罪。
虽然恶搞和搞笑都具有寻求快乐的含义,但是恶搞显然更具主观恶意与负面色彩,丑态百出的

网络恶搞宣扬了一种不健康的网络亚文化,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及公序良俗,妨碍公民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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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心态的养成与审美认知。 网络恶搞中的不适当、异常行为是个人精神创伤、压抑感、挫折感的体

现,且具有不断被“极化”的可能,如果得不到及时治理很有可能转变为自毁或反社会行为。
(四)网络暴力行为

网络暴力是一种特殊的暴力形式,往往伴随着网络侵权和违法犯罪行为,如诋毁他人、侵犯隐

私、语言骚扰等。 虽然它不是直接用武力或人身攻击的方式来解决纷争,但是仍然会给当事人造成

严重的精神损伤。 恐吓、谩骂、霸凌是直播间里一种最常见的网络暴力行为,它不但恶化了网络生态

环境,而且容易造成青少年的模仿,这不利于他们的健康成长与积极社会化。 另外,具有伤害性、侮
辱性和煽动性的言论容易造成消极情绪的扩散以及犯罪行为的增加,从而给家庭、社会、学校造成难

以弥补的损失,因此我们要谨防“网络暴力”线下化与“线下暴力”网络化。
从收集的案例来看,网络暴力类共有 42 件,涉及的失范行为有四种:一是不适当行为共 11 件。

与其他主播相互谩骂,导致粗话、脏话、黑话充斥着整个直播间(中国新闻网,2022-06-09) 。 直播打

架斗殴、毁坏财物、虐待动物也属于网络暴力的范畴,通常会给受众造成心理不适。 二是自毁行为共

7 件。 自损、自残是一种另类的网络暴力行为,虽然伤害的是主播自己,但是却容易造成青少年的围

观,如直播吸毒、剁手指,佯装跳楼跳河,表演高危动作,甚至出现为了涨粉,直播跳河不幸身亡的事

件( 《华西都市报》 ,2020-06-07) 。 三是反社会行为共 9 件。 侵犯骚扰属于严重的网络暴力行为,户
外搭讪式直播在未得到他人同意的情况下,将镜头对准路人,言语挑逗、动作夸张,容易造成对他人

的实质性伤害。 主播之间的 PK,也有侵犯骚扰的内容,如根据网友提供的号码拨打骚扰电话,进行

恶搞表白,或言语攻击( 《工人日报》 ,2017-08-05) ,容易破坏他人的正常生活。 四是犯罪行为共 15
件。 在宣扬暴力行为的过程中,有些主播纯粹为了“博眼球” ,但有的已经构成违法犯罪,如贩毒、报
假警、非法捕猎、飙车等。

网络暴力突破了人际交往的底线,存在着大量的反社会与犯罪行为,是一种比较严重的网络失

范行为。 为了提升直播间的人气,一些不负责任的网络主播漠视法律、肆意妄为,以偏激代替理智,
以恶俗代替高雅,以鲁莽代替友善,从而导致意义的丧失,自由的曲解,目的的晦暗[7] 。 任何宣扬自

杀、自损、自残、自虐的行为都应该被抵制,因为它蔑视生命,违背定言命令( categorical
 

imperative) 。
2021 年中央网信办开展了“清朗·‘饭圈’乱象整治”专项行动,处置违规账号 4000 余个,督促平台

取消“粉丝应援打榜”功能,强化对榜单、群圈的规范化管理。
(五)网络侵权行为

网络侵权与一般性侵权行为本质相同,都是侵犯他人权利的一种现象,包括过失与故意两种,就
侵权内容而言,可分为人身权和财产权,也有同时侵犯的现象。 根据《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

题的意见(试行) 》 (1988)显示,以书面、口头形式宣扬他人隐私,捏造事实丑化他人人格,以及用侮

辱、诽谤方式损害他人名誉,造成一定社会影响的,可认定为侵害公民名誉权,情节严重,构成犯罪

的,需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虽然网络侵权与网络暴力有交叉,但是网络侵权一般不表现为强烈的

对抗性,有时甚至是网络主播的无意识行为。
从报道数量来看,网络侵权类共有 12 件,涉及的失范行为有两种:一是不道德行为共 5 件。 泄

露隐私是指非法侵扰、知悉、搜集、利用或公开他人的生活或个人信息。 作为一种自然权利,个人的

隐私权一旦被剥夺,往往会给受害者造成难以弥补的心灵创伤[8] 。 在宿舍、浴室、手术室等私人空间

进行直播固然会侵犯他人的隐私权,即便在公共场所无底线蹭流量有时也会侵犯他人隐私,如全红

婵家一天被 2000 多人打卡(新华每日电讯,2021-08-10) 。 二是犯罪行为共 7 件。 音乐主播未经授权

就演唱他人的歌曲是一种比较常见的网络侵权行为,如冯提莫直播未经授权歌曲,斗鱼被判侵权(新

京报网,2018-12-28) [9] 。 另外,影视主播在直播间介绍影视作品或者对电视内容进行转播,如在直

播间传播冬奥赛事(中国新闻网,2022-04-24) ;游戏主播录制网络游戏后,再次播出或者配合游戏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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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的画面进行解说,如直播中使用“梦幻西游 2”的内容(新华网,2020-01-16)等,也同样侵害了著作

权人的合法权益。
虽然大多数网络侵权行为属于轻度违法,但是存在着转化为严重犯罪的可能性。 一方面,我国

现行法律对于隐私权的保护不够彻底,实际上属于间接保护的状态,尤其是针对网络隐私权的界定

还存在着一些疏漏,导致不少网络主播以侵犯他人隐私为乐。 另一方面,网络著作权保护也是当前

比较热议的一个话题,目前存在着一些技术难点与认定困难的现象,但整体而言侵犯“信息网络传播

权”不仅损害著作权人的经济利益,而且影响公众的版权意识,妨碍知识创新,因此也是一种不道德

的行为。

二、原因剖析:导致网络失范行为频发的基本逻辑

基于上述 146 个案例的深读,我们不难看出,并不能完全将网络失范行为归咎于网络主播的素

质差,政府部门的监管不力以及现有法律体系不健全。 剔除严重的反社会与犯罪行为,一般的网络

失范行为皆有其内在的文化动机与道德立场,这便是“现代性的隐忧” ,否则难以形成大规模的模仿,
也不会有如此高的点击率。 “大脱嵌” ( great

 

disembeding)之后的祛魅的世界,正变得越来越单向度、
碎片化和无意义。 在前现代社会,“可渗透的自我”深深嵌入宇宙和社会之中,并通过“嵌入”得到身

份的认同。 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这场由技术与市场引发的道德“脱嵌”运动变得愈演愈烈。 泰勒认

为,社会分工使得道德主体碎片化,“个人主义的转向”并不会增加心灵的内在自由,相反却导致“意

义的丧失”与“目的的晦暗” 。[7] 基于智媒体的网络直播更容易造成“消费者知情权的丧失、主体性的

缺失、隐私的被侵犯和对新闻专业主义的消解” [10] 。 如果我们仅信奉“只要不违法,什么都可以做”
的伦理原则,那么加强网络生态文明建设也就成了一句空话,因为它违背“传播即涉伦理” [11] 的基本

思想,也混淆了“公”与“私”的界限。 一方面,在权力、资本和技术的挟持之下,信息泛滥容易引发网

络伦理问题,如信任贬值、共识减弱、偏见加重、理想虚化等[12] ;另一方面,对于网络空间而言,线上、
线下双重人格降低了交往理性,社交弱化与缺乏个人情感依托是网络失范行为频发的根源[13] 。

(一)市场机制被滥用

现代社会对财产权的确立具有重大历史意义。 洛克认为,人们既然都是平等和独立的,任何人

就不得侵害他人的生命、健康、自由或财产[14] 。 市场机制鼓励自由竞争、自由交换,但这并不完全适

用于道德领域。 一方面,人的自然权利不可以像财产权一样用于交换,如生命、尊严、隐私等。 对市

场机制的滥用,不会使人们感到更幸福,相反容易造成越轨与犯罪。 另一方面,社会权利中还存在着

一些非市场化的因素,如选贤用人,还是任人唯亲。 个人的形象、名誉、信息只有在常识道德的框架

下,才能够进行交换,没有非卖品的世界,必然陷入伦理危机。
市场机制被滥用是造成网络主播失范行为频发的直接原因。 面对急功近利的网络主播,整个直

播间俨然一个大市场,一切尊严、面子、情感都被摆放在货架上等待销售。 首先,过度竞争不会带来

“良币驱逐劣币”的结果,相反容易造成道德退化,为了追求利益与轰动效应,有些主播不惜牺牲自己

的生命、财产和尊严。 其次,异常、自毁与反社会行为也很难通过市场机制来加以约束,如父母在网

络上展示 4 岁女孩的伤痛、丑态( 《北京青年报》 ,2020-09-11) ,让女孩配合表演离婚剧情,博关注

( 《工人日报》 ,2021-07-29)等。 最后,将“个人幸福” 简化为物质利益的获取也不可取,它必然导致

刷单、返现这些不正当的市场竞争手段成为网络直播中的常态。 我们不应该将经济领域的利益、竞
争、效率简单地挪移到网络直播中去。 媒介具有公共属性,在开展网络直播时公平、正义往往比效

益、利益更为重要[15] ,传播领域更应该强调奉献、利他与同情。
另外,市场机制必须建立在契约之上,否则便失去了道德律法的基础。 在网络直播中,商业伦理

往往表现为对“诚实守信”的遵守,相关网络欺诈行为显然忽略了这一点。 大量的网络主播完全不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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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商品质量、网民感受,而只是为了“挣一些快钱”或者满足个人的一时兴趣。 虽然直播带货可以起

到繁荣市场、促进就业的作用,但是如果所有网络主播都不守信,贩卖假冒伪劣产品,做虚假宣传,那
么这样的行业必将受到人们的唾弃。 契约是社会责任与个人自由的体现,市场机制的滥用必然导致

资本的强势与商业伦理的匮乏。
(二)道德情感被割裂

情感是感知德性的一种方式,包含感觉与感受等非理性的成分。 康德认为:“道德情感只是对于

出自我们的行动与义务法则相一致或者相冲突这种意识的愉快或者不快的易感性。” [16] 从个体道德

意识的角度来看,道德情感是对他人道德行为好恶的一种心理评价,只有符合常识道德的道德情感

才值得鼓励与尊重。 当前,网络直播中普遍存在着道德情感表达失误的现象,如戴红领巾捕鱼( 《法

制日报》 ,2019-04-16) ,调侃南京大屠杀( 《中国青年报》 ,2018-10-11) ,穿军装搔首弄姿( 《中国国防

报》 ,2017-02-09)等。 另外,用欲望、情绪和冲动来替代道德情感也是一种十分危险的行为,容易造

成“集体无意识” ,使人丧失理性思考的能力,以及沦为网络“暴民” 。
主播与网民之间的关系,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际交往,而是需要借助媒介的“编码—解码” 。

鲍曼在批判现代性及其社会分工时指出,当人与人的“距离”被拉得足够远时,“道德消失点”就会出

现[17] ,这也是导致网络失范行为难以根治的根本原因。 一方面,只有当我们面对活生生的人的时

候,我们的共情或同理心才能够发挥作用,而当我们面对冰冷的屏幕时,这种道德情感就会被遮蔽或

隐藏起来。 在网络直播中,大量现代信息技术的使用,如滤镜、美颜、变声等,尤其是 AI 虚拟偶像技

术,使我们很难判断我们的交往对象是否是一位真实的人。 另一方面,现代社会通过分工,将整个产

业链切割成不同的片段,平台关心流量,公会关心销售,主播关心点赞,虽然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但也

导致道德义务被割裂,人们更倾向于完成自己的分内工作,而不是呈现整体的道德情感。 我们虽然

不能轻易谴责哪一方在主观上存在着恶意,但是仅从上述的失范行为中,我们可以看出网络主播似

乎忘记了直播的根本目的并不是为了满足个人的欲望,发泄个人的情绪,而是为了实现“最大多数人

的最大幸福” 。
《孟子·离娄下》曰“敬人者,人恒敬之” [18] ,也就是说只有通过尊重他人,才能获得他人的尊重。

反之这一逻辑并不成立,因为在获得自尊时我们有可能采取侵犯,甚至伤害他人的手段。 “仇视人在

任何时候都是可恨的,哪怕它没有实际的攻击” [16] ,如在秀场直播中,连线双方的相互诋毁、谩骂,表
面上看起来维护了所谓的尊严,得到了很多的关注与点赞,但实际上却毫无意义,因为它违背了敬重

的原则。 进一步来看,道德情感虽然是先天的,但是获得却有赖于后天的习得,肆意打破文化禁忌,
如对母亲的葬礼进行直播( 《光明日报》 ,2019-08-01) ,并不会轻易带来道德情感的升华,相反容易造

成常识道德体系的破坏。
(三)社会责任被破坏

责任是常识道德的基础,也是社会交往的前提。 我们做出这个行为或占有这个事物的权利,并
非来自外在的赋予,而是出于内心的责任。 “尽责任、守规则”是每个人都必须遵守的常识道德,当我

们还处于幼年时期,就被要求孝敬父母、尊敬师长、勤劳节俭、诚实守信、谦虚礼貌。 责任是自主的道

德人格的体现。 亚里士多德将“自制”理解为一种重要的责任的行为(用康德的术语) ,他这样说明

雅典人的观点,自制所抵抗的其他爱好越是恶,越是强,自制品质也就越是值得一个人骄傲。[19] 在康

德看来,希腊人说的德性在总体上的要求就是自制。[20] 责任是一种自制的行为,是我们对于参与制

定的实践规则的理解与尊重。 责任本身就带有强制性,道德义务是对自我的立法。 任何社会交往都

必须在一定的道德规范与行为准则下进行,网络直播也不例外,主播必须出于责任才具有德性。
基于规则的责任是基于常识道德基本点的交往伦理学的核心概念[20] 。 交往责任被破坏是诱发

网络主播失范行为的主要原因。 在传统社会中,人们的生活空间比较狭窄,人情、关系、面子可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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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约束行为的作用,每个人都必须对自己的言行负责,否则便会失去信用,受到大家的谴责。 大众传

播时代,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变得间接,媒介开始扮演重要角色,“弱关系” 虽然在求职中起到重要作

用,但是“强关系”仍旧占据主导地位,同时新闻自由、媒体责任、公众参与有利于提升公民的道德责

任感。 互联网的出现,彻底打破了传统的责任与义务观念,“趣缘” “机会” “饭圈”成为人们日常交往

的主旋律,很多人都希望通过越轨来获得更多的利益与好处,甚至尽职守则被嘲讽为保守与落后。
于是,网络主播开始戴上面具,肆虐狂欢,为了追求流量,骚扰路人,用手勾住大爷的头进行“强吻”
( 《北京日报》 ,2021-12-01) ,利用精神残疾女孩做低俗直播,喝啤酒、亲吻等( 《中国青年报》 ,2021-
12-24) 。

康德认为,“义务是责任的质料” [16] ,行动者必须“按照一个同时能够被视为一条普遍法则的准

则行动” [16] ,而不是任性或癖好。 在现实生活中,义务是个体责任的集中体现,尽管我们有不同的方

式,主体、动机、动作、结果必须同时对大众无害。 我们需要具有挑战权威的精神,但是在道德领域,
那些鼓吹“破坏性创新”的人,往往并不是社会责任的承担者,所谓的新、奇、特,不过是一些低俗的表

演,甚至连“丑”都算不上,如当众直播换丝袜(央视网,2017-04-16) 。 网络失范行为虽然能够为主播

赢得一时的利益,但是从长远来看,它不利于网络直播行业的发展,社会道德体系的进化,以及女性

自身权利的保护。
(四)职业精神被亵渎

职业精神是从事某项工作时所必须具有的信仰、能力和自觉。 “敬业”不仅表现为能够完成企业

机构安排的各项任务,更是“用心”履行自己的道德义务。 新教“天职观”把信仰和人类的幸福结合

起来,以“荣耀神”为目标,为西方资本主义提供了精神动力,从而脱离了物质世界和俗事的观念,捍
卫了内心的自由与平等。 在现代社会中,这种职业精神是西方伦理所能依托的最高形式,有利于维

护西方的传统价值观念,同时部分抵消了“现代性的隐忧” 。
作为新型媒体人,职业良心是网络主播的道德底线,也是个人自律的突出表现。 在电商直播中,

是否始终销售的是良心无害的产品? 是否在最大程度上考虑到了消费者的利益? 这些问题始终是

考验主播诚实、正义、友爱、善良的试金石。 当前,网络主播过度追求个人利益与销售业绩,从而忽视

了职业良心的存在,如通过直播平台销售假冒鞋服(中国新闻网,2022-07-29) ,售卖没有外包装的老

年人滋补药丸( 《法制日报》 ,2017-06-16)等。 对于没有确切依据的信息,往往捕风捉影,添油加醋,
更有甚者利用公众同情弱者的心理,编制剧本,恶意炒作,从而造成网络舆情的发生,如利用伪公益

骗粉,在大凉山诈捐( 《北京青年报》 ,2016-11-07)等。 此外,网络直播中还存在着大量的伦理悖论,
很难通过具体的法律条款来加以规制,需要借助职业良心。 然而,良心判断的前提是必须具有一位

能够真正承担这种价值判断力的道德主体,道德责任感匮乏是导致网络主播失范行为屡禁不止的具

体原因。
另外,媒介素养是职业精神的具体表现与综合形式。 它是一个整体的概念,不仅包括使用媒介

的能力,还包括对媒体内容的道德判断。 大众传播时代,新闻从业者大多是专业人士,具有较高的媒

介素养,能够起到媒介把关人的作用。 在自媒体环境下,人人都有麦克风,人人都是发言人,“网红”
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新闻工作者,他们对于媒介法律法规一知半解,但是却拥有巨大的“流量”与媒

体影响力,一旦失范很容易造成网络舆情,如编造并传播吉林市洪水灾害的虚假灾情信息( 《法制日

报》 ,2018-06-14)等。 同时,网络直播不是单向发布,而是双向互动,主播与网民的身份随时可以转

换,因此提升全体网民的媒介素养同等重要。

三、路径引导:规范网络主播传播行为的伦理内涵

“如果人们在道德评判中,总是遵循严格的方法来处理,并把定言命令的这条普遍性公式作为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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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那我会做得更好。” [21] 在网络直播中,没有一种失范行为是不违背定言命令,但是符合常识道

德体系的,因此我们可以通过定言命令来找到构建网络直播伦理的逻辑起点。 追逐利益本身并不违

反善良意志( good
 

will) ,但是“利”必须建立在“义”的基础上。 如果一个网络主播的行为是失范的,
那么它必然违背人们所共同遵守的伦理标准,即只有你的行为能被普遍地作为道德行为准则时,你
才能这样做。 “每个有理性的东西都须服从这样的规律,无论是谁在任何时候都不应把自己和他人

仅仅当作工具,而应该永远看作自身就是目的。” [22] 也就是说,如果主播仅仅将网民看作是“流量” ,
抑或增加点击量的工具,而不是活生生的具有道德情感的人,网民也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偷窥”欲

望,而将主播看作为消遣、娱乐或者打发时间的工具,那么无论是否产生坏的结果,都是不道德的,因
为它僭越了定言命令。 通过将所有人视为理性的、自主的存在,定言命令赋予所有人,无论是主播还

是网民同等的价值,每个人都应该被尊重,一个人操纵另一个人是不道德的,也不可能获得真正的快

乐与幸福。
(一)弘扬当代美德伦理

美德伦理的核心是“善” ,孟子说,人皆有恻隐、羞恶、恭敬、是非之心。 美德是人们追求更高层次

自我实现的需要,而与具体的激励手段与惩罚措施无关。 通过不正当的方式获利,不但违背美德伦

理,而且不利于网络直播行业的发展。 亚里士多德将德性分为两种类型:一是理智德性,是灵魂的理

智活动,包括智慧、理解和明智三种类型,它与推理和真理紧密联系,是实践与情感的健全。 对于网

络直播而言,技艺的运用是理智德性的重要组成部分,而非单纯的实践活动,技艺的有效原因在于制

作者[19] 。 二是道德德性,是欲望和情感活动上的德性,它的产生与习惯的训练和矫正紧密联系,需
要实践理智的觉解以及伴随情感的优化,通过重复良好的行为而形成的习惯或性格[19] 。 只有当网

络主播对职业表现出积极、主动、自信、负责任、乐于助人时,道德德性才能够真正发挥作用。
尽管功利主义在学术界仍有很大影响,但是就日常生活而言,当代美德伦理似乎更具推广价值

与可操作性。 我应该如何生活? 不仅是一种利益考量,而且是一种价值选择。 通过强调“善” 对于

“正义”的优先性,当代美德伦理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理解“事实”与“应当”之间的关系。 习惯、传统、
观念、情感对于“诗意的栖居”以及网络道德实践至关重要。 首先,准确、诚信与谨慎是主播与网民需

要共同遵守的网络交往原则,媒体通过欺骗获取新闻,广告商通过欺骗营销产品,无论理由多么冠冕

堂皇都是不可饶恕、不能放过的[23] ,同样网络主播也不应该通过“假慈善、假公益”的方式来获取经

济利益或个人名誉。 其次,自己不遵守的原则,希望别人遵守是错误的,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
如果明知不欲却硬要强加于人,那么必然陷入尔虞我诈的怪圈。 在相同的情况下,每个人都应该以

同等的方式被对待,网络美德伦理反对一切形式的性别、年龄、种族、文化歧视。 最后,行为只有出于

德性,在道德上才是正当的。 人们对于“善”的追求可以衍生出普遍的“德性标准” ,如礼仪、礼貌、礼
节等,社会共同体对“德目”的形成具有影响力。 同时,儿童色情、血腥暴力无论在线上,还是在线下

都应该受到谴责,因为它违背了基本的“德目” 。
“善”不但与理智、情感相关,而且是一种深层次的人格,当代美德伦理关乎“真正明智的善人”

在任何境遇中的道德选择及其如何行动[15] 。 亚里士多德认为,德性是一种“值得称赞的品质” [19] 。
康德认为,“对一个人的一切敬重其实只是对(比如正直的)法则的敬重” [21] 。 一个有道德的人,他的

行为既不是迫于压力与命令,也不是为了追求利益与回报,而是出于内在的善良意志或职业良心。
一方面,我们在网络直播中不应该不守承诺、言而无信、撒谎欺骗,将他人看作是工具或手段;另一方

面,我们应该鼓励那种互助、友善的社交行为,发展积极向上的网络才能,给别人提供方便。 在网络

直播中,只有将这两种道德情感同时展开,才能够构建出更加优美和谐的网络环境。
(二)重构常识道德体系

常识道德体系绝非个人的随意的自我认知与行为规范,它需要通过正式或正规的教育、交谈、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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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聆听、观察获得,而恰恰是这些所获得的行为规范与媒介伦理之间存在着内在的统一性,通过日

常交往实现“所有人对所有人传播” 。 在大众传播时代,报纸杂志、广播电视起到了重构常识道德体

系的作用,一是对集体记忆的大规模复制与传播,二是对个体认知的反复规训与塑造。 通过终生教

育与媒介的社会化功能,人们的常识道德得到了完善与发展,如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等。
将媒介伦理“嵌入”网络直播之中,并使之成为一种能够促进常识道德体系进化的力量,对于营造健

康文明的网络生态环境以及保持内心的自由均具有重大意义。 我们不应该忘记,也许正是那些看似

使我们不自由的媒介伦理与法规,才保障了我们在网络直播中的权利,一旦将它们全部抛弃,个人自

由也就不存在了。
从现代性的角度来看,“脱嵌”是个人主义、工具理性、科层结构的产物,是导致常识道德体系混

乱的根源。 线上与线下是一个整体,网络直播伦理的构建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 首先,传承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拓展西方社交礼仪。 作为新型媒体人,提升网络主播的媒介素养与审美能力至关重

要,通过“陶冶身心,涵养德性” ,做到“诚其意” “君子必慎其独” “致良知” “入暗室而不欺” 。 其次,
细化网络法律法规,规范传者与受众的言行。 通过不断的检验、矫正、校准,将平台、MCN 机构、主播

的义务统一起来,重构具有道德责任感的网络直播社交平台,培养积极向上的管理者、编码者、参与

者、监督者。 最后,作为一种“惯习” ,“善” (美德)需要一点一点养成。 亚里士多德认为,一个人从小

养成怎样的习惯绝不是小事,因为他有着怎样的习惯,往往就形成怎样的品质[19] ,因此在中小学开

设网络伦理类课程十分必要。
鉴于交往伦理学的本质是网络中“共在各方”的伦理规则的再度“聚合” [24] ,兼具观念教育、行为

引导和道德教化的功能。 直播电商的兴起是媒介属性的迭代,主播的个人形象魅力创新了社会信任

背书的形式[25] 。 从这种角度来看,网络直播是展现自我德性的最好舞台,能够起到重塑行动者的作

用,同时为常识道德体系的传承提供新的路径。 对于网络主播而言,我们既要提升他们的理智德性,
又要规范他们的道德德性,“节制、公正、勇气、智慧”对于所有人都是有效的。 另外,网络直播中的失

范行为并非单纯地表现为个人与常识道德体系的决裂,而是一种多重身份的扮演。
(三)践行网络社交礼仪

古人不但突出理会,而且强调践行,即知与行的统一。 从践行美德伦理的可能性来看,中华传统

礼仪文化可以为其提供必要的理论支撑与思想来源。 首先,“敬人”是儒家思想的核心,《礼记·曲

礼上》曰:“夫礼者,自卑而尊人。” [26] 这里的“自卑”不是没有自尊的自卑感,而是放下身段、自我谦

卑的意思。 骚扰、诋毁都是对他人的不敬,尤其是通过恶搞儿童、老人、残疾人来炒作网络热点,严重

破坏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及公序良俗。 其次,孔子还把“敬人”与“修身”联系起来,提出了“容礼”
的概念,并将其贯穿于个人衣食住行的各个方面。 靠衣衫不整、语言粗鄙、玩世不恭来吸引眼球,不
但有违“容礼” ,而且容易造成对自身德性的伤害。 再次,“敬人”还与人伦关系紧密联系,离开了“别

人伦” ,人与人之间的尊重,其实很难维系。 在网络直播中,年龄、身份、性别被忽略,“小哥哥” “小姐

姐”满天飞,容易造成人伦关系的混乱以及网络失范行为的增加。 最后,礼尚往来也是“敬人”的一

种表现形式,它与网络直播里的“要礼物” “送礼物” “炫礼物”存在着本质的区别。 传统礼仪认为礼

物不单是有用的商品,而且是“比德”的手段,具有德性。 礼尚往来是一种基于“馈赠”与“回报”的道

德情感与人伦法则,不仅有利于修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且可以为常识道德体系的完善[27] ,提供

一种自发、持久而稳定的社会交往伦理范式。
《论语·颜渊》曰:“克己复礼为仁” [28] ,即只有通过规范自己的“言行” ,使之符合“礼”的原则,

才能达到“仁”的境界。 人际交往中难免会产生一些分歧与摩擦,争吵、谩骂、诋毁无济于事,相反容

易积蓄暴力人格与反社会倾向,只有彼此谦让、互相尊重才能够达到网络礼仪规范的要求。 聊天也

好,发帖也好,点赞也好,必须允许别人有不同的意见。 作为网民,我们要遵守弹幕互动礼仪,不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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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俗言论,不与他人隔空对骂,尊重他人意愿,体谅他人需要,做到文明互动、理性表达。 2019 年 Pe-
marathna 提出了网络社交礼仪( netiquette)的六条基本法则:一是避免在网上发表煽动性或攻击性的

评论;二是不分享他人可能不希望被发布到网上的个人信息、照片或视频,尊重他人的隐私;三是不

要发送大量未经请求的电子邮件;四是在玩网络游戏时,无论输赢,都要有气度;五是不要在论坛或

网站评论中骚扰他人,在网上论坛发帖或评论照片、视频时,不要骂人或使用侮辱性语言,避免用更

负面的评论回复负面评论;六是主动提供帮助并感谢那些在网上帮助你的人。[27] 。 《论语·颜渊》
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28] 当前,视容、听容、口容、言容、声容、气容、色容、
立容、坐容、行容、手容、拜容、服饰之容、食仪、起居之容、乘车之容等,[30] 都应该是网络主播必须遵

循的日常直播礼仪规范。
(四)谨防非正常快乐观

德性并不反对正常的快乐观。 当我们从事网络社交活动时,理智、欲望和情感会让我们感受到

快乐或痛苦。 经过长期的积淀,这种感受会逐渐成为一种与德性相一致的先天经验。 快乐是“善”的

一种表现形式,每个人都有追求快感的权利。 但是它不是“善”的最高形式,也不是快乐主义宣称的

唯一的“善” 。 一方面,如果将痛苦看作恶,那么快感的确具有“善”的性质,但是必须在符合德性的

基础上,才能够被人们广泛接受。 另一方面,我们通常不将匮乏和疾病等痛苦的消除而获得的快感,
认为是一种“善” 。 因为它们仅仅出于人们的“紧迫需要” ,而非自由意志。 同时,亚里士多德还将快

乐分为肉体的快乐与灵魂的快乐,前者虽然是必要的,但是不能过度,不考虑后果便是放纵[19] ,如网

络色情、网络恶搞,虽然能够满足一时的快感,但是却违背了“善”的本质。 因此,只有当主播摆脱了

紧迫的生存需要,将网络直播看作增进人类福祉或实现自我价值的手段,并在此基础上通过自己积

极且有创造性的劳动,使得网络社交活动变得更加轻松、便捷、高效、有趣时,我们才将这种快乐称之

为“善” 。 同时,对于网民而言,只有在交往过程中将显得美好的事物感觉为“善” ,并把获得“善”的

过程感觉为快乐,才能够实现道德德性的真正养成[20] 。 《论语·里仁》曰:“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不
可以长处乐。” [28] 从美德伦理的角度来看,我们不能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

在批判网络主播失范行为时,我们还要谨防一种非正常的快乐观,它不会增加网络直播中的德

性或善良意志,也不利于交往生活中常识道德体系的完善,因此必须坚决抵制。 首先,自私自利的快

乐。 在传统社会中,通过“投机取巧” “巧取豪夺” “占为己有”等不正当的手段所获得的快乐,仅存在

于私人社交之中,然而社会化媒体的出现,导致“私语体公共化” ,在网络化、碎片化、匿名化的背景

下,这种非正常的快乐观很容易肆意扩散。 其次,爱慕虚荣的快乐。 在“越消费、越快乐”的假象下,
“商品拜物教”死灰复燃,人与人的关系被物与物的关系所“遮蔽” ,在网络直播中,主播会无休止地

索要礼物、关注和点赞,并从中收获快感与“成名的想象” ,从而导致公共空间拟态化、私人领域景观

化、精神世界殖民化。 最后,逃避现实的快乐。 当前网络直播的流行,是由于人们对于现实生活中的

人际关系感到厌烦,所以才将目光投向虚拟世界,希望从中获得慰藉。 然而,通过宣泄与逃避获得的

快感,并不能解决实现生活中的任何问题,相反只会营造出更多的非正常快乐,以及这种快乐退却后

的痛苦与孤独。 此外,还有一种非正常的快乐,我们可以将其称为野性的快乐,它更接近于邪恶,可
能与人类的天性有关,是自然界残酷竞争的结果,如展示暴力场面、宣扬非法捕猎等。

总之,在“现代性的隐忧”下,主播与网民的常识道德体系正变得越来越破碎化、个人化和多样

化,尤其是在网络直播领域,存在着大量的伦理悖论,如网络主播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卖假货,直播结

束后忘关摄像头导致个人隐私泄露,将自己看到的灾难现场发布在直播平台上等等,我们很难判断

哪一种网络失范行为真的属于犯罪。 作为网络综合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首先要区分网络行为

的类型与程度,即哪种是道德上允许的,哪种是道德上鼓励的,哪种是道德上谴责的,哪种是道德上

禁止的,然后对症下药,精准施策。 其次,人们对于常识道德体系的看法并不完全一致,有时我们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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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同时遵循两种以上的道德规范,如普遍伦理、职业伦理、特殊伦理等,这就需要对不同的道德体系

进行甄别,以确定谁更优先,谁更值得保护。 最后,线上伦理与线下伦理、传统伦理与现代伦理的协

调是一个摆在我们面前的难题,目前还没有一个完美的解决方案,因此需要制定相应的容错、纠错机

制。 “大脱嵌”意味着“大转型” 。 面对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的挑战,传统道德律法的根基需要

被重新界定,网络伦理建构具有强大的道德教化与舆论引导的功能。 一是从个人角度来看,网络主

播既要遵循当代美德伦理的要求,“造就善良的人” ,又要努力营造积极、健康、自由、平等的网络社交

环境。 二是从社会角度来看,网络主播既要实现“客观真实、责任关爱”的新闻价值,又要服从“诚实

守信、童叟无欺”的商业伦理。 只有真正实现不同视角下的美德伦理、媒介伦理与商业伦理的深度融

合,才能够构建出更加优美和谐的网络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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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sconduct
 

of
 

Online
 

Hosts
 

and
 

Ethical
 

Guid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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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ith
 

the
 

popularization
 

of
 

4G
 

networks,webcasting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means
 

for
 

peo-
ple

 

to
 

express
 

emotions,satisfy
 

needs
 

and
 

engage
 

in
 

entertainment. Generally,the
 

government,media
 

and
 

the
 

public
 

maintain
 

high
 

expectations
 

for
 

the
 

development
 

prospects
 

of
 

the
 

webcasting
 

industry. However,the
 

is-
sue

 

of
 

misconduct
 

in
 

webcasting,such
 

as
 

illegal
 

and
 

immoral
 

acts,has
 

become
 

increasingly
 

prominent,some
 

of
 

which
 

have
 

even
 

constituted
 

felonies. Despite
 

the
 

fact
 

that
 

the
 

state
 

has
 

enacted
 

several
 

laws
 

and
 

regula-
tions,online

 

misconduct
 

keeps
 

occurring. Typical
 

forms
 

of
 

misconduct
 

in
 

webcasting
 

include
 

online
 

fraud,on-
line

 

pornography,online
 

parody,online
 

bullying
 

and
 

online
 

infringement. These
 

misconducts
 

pollute
 

the
 

on-
line

 

ecosystem,and
 

more
 

importantly,violate
 

the
 

core
 

socialist
 

values,public
 

order
 

and
 

good
 

custom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malaise
 

of
 

modernity,the
 

reasons
 

that
 

cause
 

online
 

hosts
 

to
 

keep
 

committing
 

miscon-
duct

 

include
 

the
 

abuse
 

of
 

market
 

mechanisms,the
 

fragmentation
 

of
 

moral
 

sentiments,the
 

erosion
 

of
 

social
 

re-
sponsibility

 

and
 

the
 

desecration
 

of
 

professional
 

spirit. Strengthening
 

moral
 

education
 

and
 

ethical
 

guidance
 

is
 

crucial
 

for
 

correcting
 

general
 

deviant
 

behaviors,as
 

it
 

can
 

make
 

up
 

for
 

the
 

shortcomings
 

of
 

heteronomy,im-
prove

 

the
 

effectiveness
 

of
 

autonomy
 

and
 

reduce
 

the
 

cost
 

of
 

law
 

enforcement. Starting
 

with
 

Kant􀆳s
 

" categorical
 

imperative" ,
 

we
 

can
 

promote
 

contemporary
 

virtue
 

ethics,reconstruct
 

standard
 

moral
 

systems,practice
 

online
 

social
 

etiquette,guard
 

against
 

abnormal
 

views
 

of
 

happiness
 

and
 

establish
 

ethical
 

norms
 

that
 

integrate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online
 

and
 

offline. The
 

listed
 

measures
 

constitute
 

the
 

necessary
 

path
 

to
 

alleviate
 

the
 

pain
 

caused
 

by
 

" great
 

disembedding"
 

and
 

achieve
 

individual
 

freedom
 

and
 

global
 

harmony
 

in
 

the
 

online
 

ecosys-
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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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hics;network
 

etiquet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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